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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于 1927年相识于中国大革命风暴的中心武

汉。这一时期，宋庆龄坚决维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

产党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雷娜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坚定地与宋庆龄等国

民党左派站在一起，支持宋庆龄发起的妇女运动，帮助宋庆龄进行国内外宣传。

大革命失败后，雷娜陪同宋庆龄秘密前往莫斯科。自 1927年初相识起，在短短

11个月的时间里，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共同奋斗的实践中，宋庆龄与雷娜结下

了真挚的友谊。 

 

相识于大革命风暴中的武汉 

1927年，美国记者雷娜·普罗梅在莫斯科逝世时，许多前来悼念她的人认

为，关于她的记忆，对于那些在世界各地为正义和革命苦苦挣扎的人来说，将是

一种无尽的激励。 

1894 年，雷娜·普罗梅出生于芝加哥一个英裔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粮食

经纪商。雷娜自幼便富有正义感和奉献精神，充满同情心。大学时期，雷娜开始

关注中国。1923 年，雷娜第一次前往北京。1924 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工农运动随之蓬勃发展。一年后，雷娜与第二任丈夫比

尔·普罗梅来到了北京，受雇于美国人柯乐文办的英文周刊。比尔担任了国民党

通讯社的经理人，与国民党联系密切。 

1925 年早秋，雷娜夫妇遇到了孙中山的前英文秘书陈友仁，受其邀请为国

民党左派报纸《国民新报》工作。1925 年 7 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该报受

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迫害，雷娜夫妇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于 1926年 10月到达广

州，继续为国民党从事新闻宣传。不久，比尔紧随国民政府前往汉口，雷娜也于

1927年 1月底离开广州，2月上旬到达汉口。 

因为新闻工作的关系，雷娜夫妇抵达汉口不久，便与宋庆龄相识。如同每个

人一样，雷娜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已为她所倾倒，并在其后共同为中国革命奋斗

的岁月中与宋庆龄产生了真挚的友谊。 

 



唤起妇女投身国民革命运动 

在青年时代，宋庆龄就关注中国的妇女问题。1926 年底，宋庆龄在武汉被

任命为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1927年 1月 20日，宋庆龄发表《敬告全国女同胞

书》，作为妇女党务训练班的宣言。2月 12日，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举行

开学典礼，宋庆龄出席并发表《妇女应参加国民革命》的训词。妇女党务训练班

校址设在汉口四维路 5号。宋庆龄担任班主任兼会计处理员。训练班招收了 103

名（正取 94名，备取 9名）中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的中青年妇女。 

此时雷娜到汉口不久，她对宋庆龄十分钦敬，极愿参与宋庆龄发起的妇女运

动，担任特聘教员，并在训练班的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讲。训练班开班以后，雷娜

每周做三小时关于宣传的基本理论以及妇女运动史的讲座。这一时期，雷娜还为

比尔的通讯社写一些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文章。 

雷娜对这项工作投入了很大热情，她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孙夫人是一个

了不起的人。她很美丽，带着一种尊严。”在雷娜看来，宋庆龄推动了中国妇女

地位的提高，而她们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都是卑躬屈膝、痛苦的

角色。对于中国革命的热情，以及共同的女权主义的观点，使得她们之间友谊的

纽带不断增强，并成为雷娜接下来几个月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927年 4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政局急转直下，汉口的

国民党迅速分化，国共合作的局面步履维艰，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不得不

提前结束。 

雷娜坚定地与宋庆龄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在汉口恢复了《国民新报》，全

力协助宋庆龄、鲍罗廷等开展对外宣传工作。1927 年 7 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

汉国民党宣布“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发表

声明。宋庆龄的声明是对背叛者的有力回击。雷娜设法将声明发表在 7 月 14 日

的《国民新报》上。尽管受到多方压制，该声明还是得以以最快的速度向世界广

泛传播，《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媒体纷纷刊载。宋庆龄随即离开汉口，回到上

海莫利爱路寓所。此后不久,雷娜也动身前往上海。 

 

秘密前往苏维埃红都莫斯科 

宋庆龄回到上海以后，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和来自家庭的压力。



此前，鲍罗廷和陈友仁建议宋庆龄公开访问莫斯科。不久宋也同意这一意见。由

于行动受限，这一行程由雷娜秘密地进行准备。雷娜于 7月 31日乘船离开汉口，

四天后抵达上海。雷娜曾回忆：“大约 7点 30分抵达那里，她等着我，很高兴见

到了我。她的神经还相当糟糕，她告诉我她的一些难处。”  

这期间，雷娜前往苏联领事馆办理相关手续，等待陈友仁与之会合。其后的

日子里,陈友仁乔装成日本医生来来去去,雷娜采取迂回的路线去见他。比尔到了

上海住在柏林顿旅馆。陈友仁做出的安排是，雷娜陪同宋庆龄前往莫斯科，比尔

留在上海，随时向他们汇报国内的局势发展，两个月之后到莫斯科回合。宋庆龄

一行前往莫斯科的费用是由联共（布）提供。经过精心策划和必要的准备之后，

雷娜陪同宋庆龄悄悄离开上海。 

在船上，宋庆龄对雷娜非常照顾，船上住宿条件有限，宋庆龄曾让雷娜睡在

她舱室的长沙发上。她们一行于 8 月 27 日抵达海参崴，并于同日乘列车前往莫

斯科。雷娜在 8月 24日给妹妹格蕾丝的信中写道：“我正跟随陈友仁和孙夫人一

起去莫斯科。在那里与鲍罗廷以及其他人会晤，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雷娜写下了她对于宋庆龄的评价：“我一直无法确

定革命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因为她对丈夫的盲目忠贞，还是她身上本身具有

猛烈推动她的力量。如果是后者，那就有更多的需要克服的东西：从交际中退缩

的本能，对人与事两方面存在的肮脏所持有的病理一般的厌恶，希望总是由美好

事情环绕自己的冲动。”  

 

迷茫与误会 和解与永别 

宋庆龄一行在莫斯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苏联政府在生活上为他们提供了国

宾的待遇，宋庆龄与雷娜被安排住在糖宫。然而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

忧虑不安，渐感失望。他们前往莫斯科的初衷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继

续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并在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团结国民党左派，

将国民革命重新纳入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上来。然而，当时苏共党内斯大

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愈演愈烈并日益走向高潮。对中国大革命指导方针的不同意

见，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点。斯大林忙于应付反对派的斗争，根本无暇顾及中

国的问题。期间，雷娜在大都会旅馆有了一间办公室，工作并不明确，每天 10



点钟去宋庆龄房间，有翻译为她们读报纸。 

不久，雷娜被告知，资金来源断了。陈友仁告诉她这里没有合适的工作给她，

她的工作到 9月底结束。雷娜不得不于 9月 24日搬出糖宫，四处借住。几天后，

宋庆龄与陈友仁经苏联政府安排，前往南部高加索考察度假。 

对未来的不确定，使得雷娜的情绪处于迷茫与低落、的状态，对陈友仁的抱

怨情绪日益增长。一直以来，他们夫妇都在为陈友仁工作，当初承诺比尔只需留

在上海两个月。然而，到了莫斯科之后，雷娜却被告知由于经费问题，之前的安

排无法实现，使得雷娜与比尔在莫斯科会合的希望成为泡影。宋庆龄与陈友仁去

南方后，雷娜对宋庆龄也逐渐产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孙夫人不再关心她，也不再

需要她，有一种被陈友仁和宋庆龄抛弃了的感觉。这种感觉让雷娜大受伤害，同

时她的神经性头疼的情况频繁出现，对她的精神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 

十月中下旬，宋庆龄从高加索回到莫斯科，因为得知报纸上关于她与陈友仁

在莫斯科结婚的谣言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宋庆龄因为这一遗憾的情况而与雷娜

疏远了。 

而此时的雷娜，已经被头疼折磨了好几个月，状态时好时坏。宋庆龄对于谣

言事件的情绪在得知雷娜的病之后便烟消云散。不久雷娜病情恶化，在她生命的

最后一周，宋庆龄每天都去看望她，她心情变得很好，有时情绪很高。遗憾的是

11月 21日早晨，雷娜因脑炎在莫斯科去世。宋庆龄非常悲痛。雷娜的葬礼于 24

日举行，参加悼念的人群穿过莫斯科走了好几个小时去新火葬场。天气很冷，宋

庆龄大病初愈，仅靠一件单薄的深色斗篷御寒。苏联政府为她准备了一辆汽车供

她使用。但她拒绝坐进汽车，坚持步行走完了全程。 

雷娜的生命是短暂的，在中国也仅仅两年多的时间，然而，她自信、智慧、

美丽和心思单纯的天赋，给所有认识她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总是为不幸者

挺身而出，致力于帮助中国人民“站起来”，哪怕这意味着危险和牺牲。李大钊

生前曾以雷娜为例劝诫党员同志以身作则，他说：“看看雷娜做出的好榜样。看

看她对我们的事业是多么地忠诚 。她在各种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却从没有一

句怨言。”虽然雷娜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她的奉献、真诚和无私感动

了许多人，她为中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留在了宋

庆龄的记忆里。 


